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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
 

对癌症患者死亡教育、发展进程、开展方法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,在借鉴国外成熟的死亡教育经验基础上,探索适合中国本

土癌症患者的死亡教育模式。建议从加强医护人员死亡教育培训、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开

展癌症患者的死亡教育,传递科学的死亡观,引导其理性地面对死亡,帮助癌症患者安然渡过生命的最后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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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表明,全国平均每分钟就有7
人被确诊为癌症,4人因癌症而死亡[1]。癌症患者遭

受着生理和心理双重折磨,调查发现,超过一半的癌

症患者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[2-3]。死亡教育是一种基

于人道死亡观念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,目的

是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及对待死亡,坦然地接受这种

生命过程[4]。癌症患者死亡教育是指对晚期癌症患

者(主要针对成人癌症患者)、患者家属开展的死亡教

育。此类教育有助于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健康与

死亡等自然生命规律,以更积极的心态认识及接受死

亡[5-6]。本文对癌症患者死亡教育发展进程、开展方

法及影响实施的因素等进行探讨,以期为晚期癌症患

者的死亡教育提供参考。
1 癌症患者死亡教育的发展

1.1 国外发展 死亡哲学最早起源于西方,其中海

德格尔的观点影响较大,他提出一种积极的“向死而

生”(being-towards-death)的观点[7],在一定程度上影

响了后世西方人对死亡的坦然。西方宗教文化中的

生死观使西方人并不避谈生死,死亡教育也得到发

展。癌症死亡教育作为死亡教育的分支最早起源于

美国,其死亡教育体系在经历探索、发展、兴盛,已形

成较成熟的普及教育[8]。1976年英国皇家学院建立

世界第一所死亡教育机构,同时开设远程教育课

程[9],其目标人群更偏向社会大众,目的是希望作为

一种普世文化传承。日本的癌症死亡教育在终末期

癌症患者中广泛应用,在支持临终患者自我决策中起

到积极作用[10]。韩国由多学科团队合作构建的、面
向全社会的教学计划开发(Developing

 

A
 

Curricu-
lum,DACUM)死亡教育课程[11],被广泛应用于癌症

死亡教育领域。
1.2 国内发展 国内死亡教育研究起步较晚。20
世纪末,我国台湾结合本土文化特色率先开展以死亡

教育为核心的完整生命教育体系。我国香港则最先

在大学生中开展生命态度及死亡教育讨论[12],接着

各大院校均将死亡或有关生命的课程纳入通识教育

中。在传统儒家思想“重生轻死”的影响下,死亡教育

相关领域的发展缓慢。死亡教育主旨是为帮助人们

树立正确的生死观,缓解死亡带来的焦虑和恐惧[13],
其核心是教导人们如何认识死亡,进而提高当下的生

存质量。陈乐微等[14]对晚期肝癌患者死亡教育发

现,正确的死亡教育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消极情绪,
提高其生活质量。郎晓慧等[15]实施基于死亡教育的

姑息治疗,同样可以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,提高临终

阶段的生活质量。梁桂英等[16]研究显示,对晚期恶

性肿瘤患者实施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,可以有效改善

患者睡眠质量,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认可。
2 癌症患者死亡教育开展方法

研究表明,癌症临终患者面对死亡的心理反应与

需求非常复杂,终末期癌症患者可能随时都在思考死

亡的问题。患者需要通过死亡教育来减轻身心痛苦,
提高生活质量[17-19]。韩国研究者在乳腺癌患者中开

展10次、2
 

h/次、为期10周的死亡教育模式,此教育

干预以 ADDIE模型为指导,包括5个步骤:分析

(A)、设计(D)、开发(D)、实施(I)和评估(E),每次干

预都有1个主题,以讲座、观看视频、小组讨论和分享

等方法开展结果显示,乳腺癌患者在参加了此项教育

计划后,对死亡的恐惧有所降低,同时增加了恢复健

康的信心与希望[20]。日本研究人员以访谈为主要方

法,对15例癌症患者进行4阶段的死亡教育,结果14
例坦然接受死亡[10]。尼日利亚研究者对有死亡焦虑

的社区终末期癌症患者及其家属采用合理情绪疗法

为主的姑息治疗,每周居家进行45
 

min的个体化治

疗,共10周,并随访4周。结果显示,以认知行为疗

法为核心的癌症患者死亡教育,可以减轻患者的死亡

焦虑[21]。也对癌症患者死亡教育方法进行了相关探

讨。李永红等[22]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团体与个体死

亡教育干预,改善了患者功能领域状况,减轻症状领

域中疲惫、疼痛、气促、便秘等症状,提高患者生存质

量。周晓丰等[23]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晚期护理中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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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基于生命意义的死亡教育,结果显示,能有效缓解

患者的焦虑及恐惧,提高患者临终阶段的生活质量。
花迎雪等[24]对100例社区肿瘤患者及家属开展死亡

教育发现,有助于改善肿瘤患者及其家属对死亡的不

良认知及行为,促进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,提高

生存质量,同时明显提高健康管理的依从性及其效

果。接受度较广的一种死亡教育方法为安心茶话屋,
参与者可以使用安心卡边喝茶,边谈生死话题,在这

期间患者、患者家属和医疗人员能够相互沟通交流,
使患者在充分认识了解自身内心真实感受条件下,释
放各类消极负性情绪,并主动与他人谈论死亡[25]。
也有利用安心茶话屋活动探求终末期肺癌患者的照

护需求[26],发现该活动更容易与患者开展死亡话题

讨论。
3 我国癌症患者死亡教育的影响因素

3.1 文化因素 ①传统死亡观。儒家文化一直是中

国传统文化的核心,其死亡观是好生恶死。雷爱

民[27]探究本土化生死教育实施的研究指出,当面对

死亡应激源时,大部分人呈现出爆发、回避、缓冲机制

失效等心理现象。回避死亡就难以进行沟通,死亡教

育便无从谈起。②传统孝道观。受传统孝道观的影

响,患者家属尤其是子女认为与患者谈论死亡就等于

放弃治疗,从而不愿意让患者接受死亡教育。③宗

教。柏宁等[28]论述了对我国死亡文化影响最大的两

个宗教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和来自印度的佛教,如道教

追求肉身长生不死和以成仙为目的,其本质就否定和

回避了死亡。李伟梅等[17]研究也显示,文化背景是

癌症患者治疗抉择和死亡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3.2 患者心理认知因素和家庭因素 ①心理状态。
人们获知自己罹患癌症时,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

心理反应,一开始不愿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

上,接着意识到罹患癌症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由此

产生恐慌焦虑的情绪,陷入极端的思想行为方式中。
如果在患者处于不良心理状态阶段时进行死亡教育,
可能会加重患者的不良情绪,甚至使患者产生厌世心

理,导致悲剧。②认知因素。在中国文化中,死是不

祥和晦气,对死亡持排斥和忌讳的态度,甚至护士群

体也有表达面对患者死亡感觉晦气和感到恐惧[29]。
正是由于对死亡话题的避讳,更加深人们的恐惧,阻
碍死亡教育的发展。西方开展死亡教育的最初目的

是帮助人们最大舒适地面对死亡,试图寻求自我超

越。我国的癌症死亡教育应在对死亡的理性认知的

基础上构建合理的死亡教育模式,侧重生命的价值,
克服对死亡的恐惧,提高生存质量。③家庭因素。受

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,癌症患者家属在照护中起着重

要作用,家庭的支持影响着癌症患者对待死亡的态

度[30]。很多家属出于自身情感及传统孝道等因素,
不愿接受亲人即将离世的现实,或千方百计对患者隐

瞒病情,或对治疗抱有较高期望,而不愿意让患者了

解病情,接受死亡教育。因此,促使家属正确认识死

亡教育成为提高癌症患者死亡质量的关键环节。
3.3 国内医疗环境 目前国内医院为患者及家属提

供的临终关怀服务并不完善,医护人员对死亡教育认

知不足导致对癌症患者死亡教育发展缓慢。研究表

明,护理人员缺乏死亡教育知识,不能正确面对死亡,
严重阻碍了死亡教育在临床的实施和进展[31]。国内医

疗机构普遍存在医疗人员紧张、护士资源不足、以操作

性工作为主、健康教育的时间较少等问题[32]。因此,要
合理分配人力资源,加强对医护人员的死亡教育,充分

有效利用护理资源对癌症患者进行死亡教育。
3.4 社会支持欠缺 社会支持是影响癌症患者生存

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[33]。国外死亡教育的开展大多

依托社会组织机构,如医疗临终关怀教育(Education
 

for
 

Physicians
 

on
 

End-of-Life
 

Care,EPEC),死亡教

育与咨询协会(Association
 

for
 

Death
 

Education
 

and
 

Counseling,ADEC)等,在为癌症患者提供临终服务

的同时能够给予家属及医护人员相关知识、技能的指

导培训[34]。我国的死亡教育机构和组织建设发展较

为缓慢,只有少数地区设立有临终关怀医院,加上专

业人员短缺,在癌症患者中开展死亡教育的实践和研

究较少。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机构的建立,利用社会

舆论和资源开展各种活动,将死亡教育渗透到广大群

众中迫在眉睫。
3.5 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 癌症患者死亡教育发展

滞后的诸多原因是与伦理相关。为推动安宁疗护的

健康开展,尊重终末期患者的医疗意愿、保障其合法

权益,我国台湾于2000年通过了《安宁缓和医疗条

例》,成为最早通过立法促进患者善终的地区[35]。目

前大陆还没有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。癌症死亡教育

的实施迫切需要法律的保障。
4 小结

死亡教育对癌症患者具有重要作用。我国可在

借鉴国外成熟的死亡教育经验基础上,探索适合中国

癌症患者的死亡教育模式。同时,也需要加强医护人

员自身的死亡教育知识培训,使其能将积极的生死观

传递给患者和家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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